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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一九四二：继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谎言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一） 

熊芳亮 

 

1942 年 8 月，正值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危难时刻，蒋介石在青海省西宁市发表演讲，

首次公开提出“国族－宗族”论，并于次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

蒋介石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汉、满、蒙、回、藏”的“总名称”，并将“汉、满、蒙、回、

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且“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 。蒋介石宣称，

“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1。 

长期以来，“国族－宗族”论已经被视为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

的历史标签，成为论证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理论“反动性”的政治标本，但其形成过程和

思想渊源却至今成迷。 

一种观点认为，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思想基础。

学界或将“国族－宗族论”视为蒋介石“承袭”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的产物，认为“国族－宗

族”论是蒋介石“依据国父遗训——‘家族—宗族—国族’模式对中华民族作出解释”1；或认

为“国族－宗族论”是蒋介石在孙中山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衍化”和“发挥”，认为南京国民

政府的民族认识“既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民族平等、团结、五族共和等认识，同时在实践中

受到国内外政治思潮与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将孙中山的国族理论及民族同化思维进一步发挥，宣

                                                        
1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的共同的责任——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

阿訇、王公、百户、千户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九），（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第 216－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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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华民族一体观，进而衍化出宗族理论” 2。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为“国族－宗族”

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

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 3。而马戎也推断，傅斯年“中

华民族是整个的”观点，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也有

一定影响”4。 

    就第一个观点而言，其始作俑者正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一再声称“国族—宗族”论沿袭了

孙中山先生“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
5
。然而通过对比分析，我

们不难发现历史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第一，就理论体系而言，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构建在伪篡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戴

季陶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之上。自 1905 年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

提出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之后，孙中山的三个“主义”一直就是

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言，孙中山要 “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

奋斗”，对内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对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为国家争自由”6；就民权主义而

言，孙中山要实现“政权”（人民之权）与“治权”（政府之权）的分离，分别设立“四权”（选

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和“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检察权），实

现“人民政治地位”之“平等”；就民生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四

万万人谋幸福”。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自由”，民权主义就是“平等”，民生主义就是

“博爱”7，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

享”8，三者在内容上不可或缺、在程序上相辅相成。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

而派系斗争最常见的方式，除了军事上的兵戎相见，权力上的相互争夺，政治上的相互倾轧，在

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同样白热化——争夺的核心和焦点，就是看谁是继承和代表孙中山先

生的“三民主义”思想的“正统”。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9连续撰写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

及《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鼓吹“纯正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一套反

共理论体系，得到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广泛认同，史称“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迎合了国

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反苏立场，不仅实现了中国国民党右派的组织联合，为国民党右派叛变革

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蒋介石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认为，蒋介石

之所以变成“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
10
。蒋介石对“戴季陶主义”推崇备至，将之视为

                                                                                                                                                                       
1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3、64 页。 
2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3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于《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4 马戎：《“民族”之辩——从 1939 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一）》，中国民族报，2012 年 11 月 2 日，第 07 版。 
5 蒋介石：《三民主义的本质——伦理、民主、科学》（1952 年 7 月 7 日在青年夏令讲习会讲）。秦孝仪编：《蒋公

思想言论总集》（卷三），（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第 174 页。 
6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 年 3 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282 页。 
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 年 3 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283 页。 
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 年 8 月 1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394 页。 
9 戴季陶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一方面，他长期跟随孙中山，与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

党政要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他又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和领导者交往甚密，甚至一

度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起草建党文件，最终因为排斥“阶级斗争学说”并遭到孙中山的反对而退出。

戴季陶对孙中山的思想脉络一清二楚，对马克思主义亦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顽固的反

共态度，曾让鲍罗廷将之视为威胁中国共产党的“五毒”之一。 
10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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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三民主义的圭臬，认为“凡是亲承总理教训的人”，“都承认”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的基

础》“能真实表达总理思想学说的全部精义”
1
。宣称继承孙中山先生政治遗志和思想衣钵的蒋介

石，在伪篡、捏造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道路上走得比戴季陶更远、更彻底。蒋介石进一步发挥

戴季陶把“三民主义”划分为“能作”、“所作”两部分的思想，以“知”、“行”学说统领“三民

主义”，将孙中山“三民主义”视为纯粹的“原理”和“理论”，另起炉灶专门炮制了一套“三民

主义实行程序”，为其继续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宣扬并推行其政治主张、施行专制统治奠定了

思想前提。戴季陶“纯正三民主义”的政治重心以“民生”为首要，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一

个主义”——民生主义，“民族”和“民权”不过是实现于“民生主义”所必经的过程和阶段，

而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的实现又以民族精神的恢复为基础，实际上将“三民主义”构建在

“精神”和“意志”的基础之上。蒋介石政治思想的重心则将“建国”列为三民主义的首要政治

任务，将三民主义分解为“五个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

三个方面”（教育、军事、经济），服务、服从于其“建国”的政治目标，完全背弃了孙中山“三

民主义”思想的原意和初衷。 

第二，就目标对象而言，蒋介石“国族-宗族”论完全颠覆了孙中山新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

的革命性，而是服务、附属于独裁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是“对外”的，其目

的一要恢复地位，即“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地位，解除帝国主义和西

方列强对于中国人民的压榨压迫；二要实现团结，即“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

三要扶持弱小民族，使其能“自决自治”。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用的”
 2
，

“就是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
3
，“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4
。而在蒋介石的政治理论框架

之中，“民族主义”是“对内”的，其首要任务被蒋介石转换为“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

提出“要御外侮，救中国，根本的问题，第一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
5
，“有了国魂，才

可以抵御外侮，完成革命”
6
；而要恢复“民族精神”、“民族性”，实现“中国的国家民族复

兴”，“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
7
。蒋介石以恢复民族性、民族

精神为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前提；恢复民族性、民族精神，又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

“民族道德”8为基础；恢复“民族道德”，又以“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为实行9，通过一系列

概念转换和逻辑推理，以所谓的“心理建设”、“伦理建设”10取代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

                                                        
1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转载于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

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27 页。 
2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1924 年 7 月 2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19 页。 
3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 年 4 月 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19 页。 
4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 年 4 月 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30－31 页。 
5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587 页。 
6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597 页。 
7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587 页。 
8 所谓“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被蒋介石视为“民族德性的结晶”。蒋介石：《中国之命

运》。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是了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46 页。 
9 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核心，就是“一切方略程序，总理已经为我们详细的订定了，我们只须按照方略，依着

实行，各就行性学识之所宜，确定计划步骤，本平良知良能，竭尽我们救国救民的本职，勇往积极的去做，就

必然能达到目的”，“因为我们都是后知后觉，我们除了基本的革命大义以外所知的实在是有限，因此我们一方

面固然应当竭力求知，同时还应该从力行中去求真知，凡是我学问经验中认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如果不是经过

实行而真名为有效，就不能断定所知者果为真知。所以我们一切的事业，必须实行而后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

而后能知”。蒋介石：《行的道理（行的哲学）》（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

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44 页。 
10 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化解为五个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参见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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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为目的的“新民族主义”，最终将反帝、平等、民主的“民族主义”完全“伦

理化”，成为服从、服务于蒋介石推行“奴化教育”、进行思想钳制、施行独裁专制的统治工具

和政治借口。 

第三，就基本概念而言，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蓄意歪曲了孙中山的“国族”、“宗族”

概念。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由两个论点组成：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国

族”论；其次就是将汉、满、蒙、回、藏各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并称之为“宗族”

的“宗族论”。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所使用的“国族”概念，以承认各族之间在“血统”、“生

活”、“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1，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为前提，完成了

从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再到基于全体国民基础之上的“民族

（国族）”概念的转变2。而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

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面搆成的”
3
，“中国民族是以

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

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
 4
。蒋介石显然深受此

种观点的影响，强调“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融合的动力

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宣称中国历史“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

合四邻的宗族”，使其“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中华民族各单位”“若非同源于一个始

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
5
——其“国族”概念以血缘、文化为基础而不是以“全体国民”

为基础。其次，孙中山所使用的“宗族”概念，只是孙中山借助以实现“国族团结”的社会“旧

团体”之一种。在《孙中山全集》中，孙中山无一处称少数民族为“宗族”，更无一处使用具备

“民族”或相关意义上的“宗族”概念。1924 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系列讲座中强调，要

实现民族主义就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发挥传统组

织的作用。在孙中山看来，要结成大团体，便要有小基础，这样联合起来，才容易成功。而中国

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和家乡基础，“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便可以把全国的

人都联络起来”
 6
。孙中山在阐述“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然后

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的同时，提

出“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得多”
 

7
，充分表明“宗族”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社会团体”，与蒋介石所用以替代基于血缘、文

化、语言、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蒋介石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先有家族，

再有宗族，再有民族”的理论概括，显然是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刻意歪曲。 

以上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的“新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颠覆性的篡改与体系性的

歪曲，所谓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炮制“国族-宗族”论的观点，不过是蒋介石集团处心积

虑编造的一个政治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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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一九四二：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的政治动机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二） 

 

熊芳亮 

 

蒋介石之所以炮制“国族-宗族”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原本所坚持的“放任”、“分

治”的民族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臭名昭彰。 

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窃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了南京

国民政府，并于 1928 年 12 月实现了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在在如何认识、理解

和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遗产，尤其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主

义”路线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西山会议派”极力否定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民族

自决”主张，称“如是自决，则满族自决，而东三省亡于日；藏族自决，而西藏亡于英”，强调

要坚持“孙先生手著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所规定的民族主义，而非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规定的民

族主义，主张在“汉、满、蒙、回、藏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族融合”1。而蒋介石的御

用理论家戴季陶，则主张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允许蒙藏“独立”。戴

季陶将中国的民族问题划分为“小问题”和“大问题”两个部分。所谓“小问题”，是指“苗，

猺，罗罗”等“散在国内的很小数的民族”而言，戴季陶主张“完全以政治力在平等的条件上面

统治他们感化他们”，也就是“厉行同化”。 所谓“大问题”，是指蒙古，西藏问题，戴季陶主张

“以尊重独立为原则，以平等的自由的联合为原则”
 2
，提出“要承认蒙古独立”，“要尊重演（西）

藏的独立，尊重西藏的自由”
3
，完全置孙中山所宣示和追求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行

政统一”于不顾。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领袖”和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抗战之前虽不敢公然宣扬“分裂”、“分

治”，但其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放任主义”态度，足以证明其深受戴季陶的影响。1934 年，

蒋介石在南昌就外交、边疆问题发表演讲，其时东北沦入敌手，华北岌岌可危，内蒙眼见不保，

蒋介石竟然出奇的淡定，不仅将国土沦丧的政治责任推卸给“实力不济”，将“边疆离析”轻描

淡写地称为“体面”问题
4
，提出对“边疆问题”采取“放任”政策，并强调“在今日情势之下，

虽欲不放任，事实上也只能放任”
 5
，打着“师苏俄‘联邦自由’之意, 依五族共和之精神标明

‘五族联邦’之政策”的幌子，宣称“五族联邦”“乃今日应付边疆之惟一有效途径”
6
，幻想着

“一旦国际大变发生，即可乘机奋起，统一复兴，时不在远”，试图引导国民党接受“除本部应

为整个的一体以外，边疆皆可许其自治而组织五族联邦之国家”
 7
的主张。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放任”、“分治”的“民族主义”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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